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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动力机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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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兴场域所具有的边界模糊、规制暂时缺位、成员角色及互动关系动态变化特征，引
致了场域内拥有互补资源的生态参与主体难以对平台企业“超前”价值主张形成清晰认知，挑
战了原有基于“价值主张明确性”前提而构建的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逻辑。“新兴场域情境
下平台企业如何促进生态参与主体的价值共创？”成为产业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亟须回答的重
要问题。通过对微医和信也两家案例企业的对比分析，本文识别出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
系统涌现出“共创目标模糊”和“共创模式模糊”两大价值共创困境，影响了平台生态参与主体
价值共创的主动性和持续性。本文进一步提炼出这一情境下平台企业激发生态参与主体价值
共创的战略路径——以阐释价值主张为核心的“牵引型”模式和以共建价值主张为核心的“助
推型”模式。而平台企业作为“生态领导者”或“生态参与者”的身份定位是其战略行动的核心
动因，进而构建起“共创困境-身份定位-战略选择”的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动力机制模型。
由此，本文立足于新兴场域情境特征，提出生态参与主体对于平台价值主张存在认知模糊前
提下，平台企业推进生态价值共创的战略路径，贡献于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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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以平台企业为核心的平台生态系统已
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业态。通过提供数字
基础架构和互动规则，平台企业能够聚合海
量的、异质性参与主体彼此协作、共创价值，
表现出令传统企业“望尘莫及”的强大号召
力与价值共创效率[1-5]。值得注意的是，如
今“呼风唤雨”的平台巨头常因其价值主张
颠覆了传统的产业业态、行业法规以及用户
的固有认知[6,7]，致使平台企业主导的生态价
值共创过程推进艰难。例如，滴滴出行在创
业阶段因长期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导致
场域内诸多利益相关者形成“网约车=黑车”
的认知，生态价值共创活动经历了艰难破局
的阶段；淘宝等电商平台发展之初，因买卖
双方尚未建立对电商模式的认知及基于平
台的信任基础，引发了生态参与主体依托平
台进行价值共创动力不足等问题。可见，尽
管新兴场域边界模糊、政府规制缺位、内部
成员关系动态变化的特征使其成为孕育具
有创新潜力的平台企业成长的土壤[8]，但场
域特征引致的“价值共创推进艰难”挑战也随
之而来。“如何有效促进拥有互补资源的生
态参与主体的价值共创活动”成为新兴场域
情境下平台企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

学者们普遍认同平台生态系统的价值
共创是基于平台企业所构建的价值主张而
展开的[9-12]，平台生态参与主体间的价值共
创是支撑平台生态系统生存与发展的底层
逻辑[13,14]。基于这一基本共识，学者们探索
了平台企业为推动生态成员间的价值共创
过程持续性和有效性而采取的战略行动
[15-18]。然而，目前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以下
两个理论缺口亟待补充。

首先，现有学界对于平台生态价值共创
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至关重要的“认知
价值主张”阶段，而直接将关注焦点置于认
知形成之后的“主体间交互”过程[18,19]。这也
意味着，现有针对“平台企业推动生态主体
价值共创”的分析思路大多基于“共创主体对
平台价值主张建立了有效认知”[10]。然而，
对于平台企业而言，确保生态参与主体能够
有效理解平台价值主张是其构建生态系统

价值的第一步[9,14, 20]。区别于拥有明确的共
同认知框架、完整的政府规制以及清晰的场
域边界的成熟场域[21]，这一情境下共创主体
可以基于已有共识形成对平台构建的价值
主张的清晰认知，并以此为指引进行资源交
互、协同创新。新兴场域的低制度化特征可
能会导致各生态参与主体难以对平台企业
“超前”价值主张形成清晰的认知[7,22]，进而
挑战了“平台价值主张可理解性”的价值共创
前提。另外，新兴场域情境特征暗示了平台
发展过程中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23,24]，其价
值主张和价值活动本身就处于动态变化的
环境之中。因此，在新兴场域情境下，已有
文献归纳和总结的“平台企业主张价值—生
态参与主体共创价值”的生态价值共创逻辑
链条并非“一贯到底”且“顺理成章”。倘若平
台企业选择性忽视这一点，则极可能导致拥
有重要互补资源的潜在共创主体的投入意
愿薄弱、致使整个生态系统迅速衰亡[14]。因
此，“处于迷雾环境”中的平台企业应如何动
员和激发生态参与主体的价值共创动力值
得被进一步探索。

其次，已有关于“平台企业推动生态参
与主体价值共创”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是围绕
制度和竞争两种作用机制展开，即平台企业
可以通过资源倾斜和竞争激活对生态参与
主体的价值活动施加影响[18,26,27]。然而，这
种思路仅强调了平台企业作为“生态领导者”
如何塑造参与主体的价值活动，而忽视了平
台企业往往具有“生态领导者”和“生态参与
者”的双重身份属性[28]，而这种身份的交叠
可能会使得平台企业针对某一目标而采取
的战略行动会存在内生的逻辑冲突。譬如，
近年来有关于平台技术“非中立性”和“算法
黑箱”等问题的探讨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平
台企业身份双重属性背后的战略选择冲突
问题。尤其是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用
于促进生态参与主体的战略行动可能需要
付出较高的合法性成本。因此，需要进一步
关注到平台企业双重身份属性对其战略行
动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厘清平台企业用于促
进生态参与主体的价值共创战略选择的内
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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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以上理论缺口，本文将围绕“新
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如何促进生态参与
主体的价值共创？”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选取微医和信也两家构建于新兴场域的平
台企业，深入剖析两家案例企业在“场域内
主体对于其价值主张存在认知模糊性”的背
景下促进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过程机理，以
期对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等相关文献做
出一定贡献，并为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效借鉴。

1 文献回顾

1.1 新兴场域与平台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

“场域”一词来源于制度理论中的“制度
场域”，是连接宏观国家层面与微观企业层
面的中观概念，被定义为由关键供应商、资
源和产品消费者、监管机构、提供相似产品
或服务的其他组织聚合而成，构建出被共同
认可的制度性社区[21-24]。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嵌入，
传统的行业边界日益模糊，在此情境下，场
域层面的范式分析能更为紧密地链接宏观
国家层面的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层面的战
略行为[25]。相对于经济学“行业”或“市场”概
念，“场域”突破了传统行业界限[22]，更全面
地将提供相似产品或服务的利益相关者紧
密联系起来分析，参与者不仅包括同行竞争
对手、客户、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还包
括了政府部门等监管机构。参与者基于对该
“社区内通用的一套行为准则”的认可，各类
主体被限于某一场域作用范围之内。依据场
域成熟度和稳定性，可以进一步将其划分为
成熟场域与新兴场域[22]。二者的差别体现在
场域内制度和规则的结构化程度、场域边界
与主导组织形式的明确程度以及场域内参
与者地位和角色的稳定性三个方面[8]。成熟
场域被视为高度制度化的场域，其内部规制、
运行规则等制度已实现高度结构化、受到场
域内主体的广泛认可和接纳。这一场域内参
与者的地位和角色、关系均清晰且稳定[29]。
与之相对应，新兴场域则是那些结构化程度
较低、组织角色不稳定、竞争激烈与不确定
性高的组织场域，其特点是边界较为模糊，

内部不存在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规则，且参
与者角色与互动关系尚不稳定[8,21]。也正因
如此，新兴场域内的企业创新行为会较少受
到政府规制的限制[23]，加之我国政府对于企
业创新行为采取的包容态度，这使得平台企
业的创业行为经常发生在具有诸多不确定
性特征的新兴场域[8]。

最近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平台生态系
统是一种介于“科层”和“市场”中间的组织
形态[1]，将其定义为“一系列异质性的资源提
供者和消费者基于平台基础架构彼此关联，
围绕平台价值主张而共同创造价值的网络
形态”[30]。这强调了平台企业与生态参与主
体间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平台企业在推动多
方主体围绕平台价值主张而共创价值过程
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基于这一逻辑，生态
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平台企业能否有效促进
松散耦合、彼此关联但又相互独立的生态参
与者之间的价值共创活动。遵循已有学者对
价值共创的理解和认识[15,31]，本文将“平台
生态价值共创”定义为：拥有互补资源的各
生态参与主体围绕平台建构的价值主张，通
过资源整合和服务交换来协同合作以满足
各自价值需求，从而构建和提升系统价值的
过程。

不同于一般的价值共创强调用户参与、
用户体验和共同设计，而平台生态系统的价
值共创更关注平台与生态参与主体之间的
共生依赖、互补创新的协同关系[32,52]。基于
此，学者们普遍认同“平台企业主张价值—
生态参与主体共创价值”这一平台生态价值
共创逻辑链条[9,20,33]。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
生态参与者基于特定目标而进行竞合互动
的过程[11,19]，以及平台企业作为核心企业
（hub firm）如何协调和治理生态参与主体
间的价值活动[18,34]。可见，这些研究大多默
认了“平台价值主张的静态性和可理解性”
前提，在此基础上将目光聚焦于“生态参与
主体交互”的阶段，并围绕平台开放度、网
络效应强度、互补者排他性和多样性等因素
对平台生态参与主体间的价值共创过程展
开探索[32]。

然而，当新兴场域的情境特征映射在生



4

态参与主体的交互过程上时，价值共创活动
就会涌现出被动性、不稳定、无序性等特点，
进而阻碍了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顺利
开展。具体而言，由于场域内尚未形成“共
同理解”的认知框架[35]，这使得拥有互补资
源的共创主体的资源投入意愿较低，这为平
台企业动员和激发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动力
提出了挑战。其次，场域边界模糊以及内部
主体角色和互动关系的不稳定，先前的主导
模式被不断颠覆和更新[36]，这使得主体间的
协同关系动荡，无疑增加了平台企业留存已
有生态参与者持续创造价值的难度。最后，
场域内规制的暂时性缺位可能导致主体间
交互过程出现潜在的无序性行为，潜在的规
制合法性压力进一步增添了平台企业的行
动成本。可见，在场域特征的作用下，生态
参与主体难以遵循已有共识来开展价值共
创活动，导致拥有重要互补资源的生态参与
主体价值共创的动力不足。

考虑到价值主张作为生态价值共创活
动的重要行动指引[9,37]，如何有效建立起生
态参与主体对于平台价值主张的理解是生
态价值共创的起点，也是决定平台生态系统
生存和发展的关键[14]。由此，本文提出，围
绕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
问题的研究应审慎考量“平台企业价值主张
可理解性”的前提，关注从平台企业主张价
值到生态参与主体共创价值过程中暗藏的
“黑箱”。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思考新兴
场域情境特征对于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
活动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一问题的深度
剖析将有助于为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2 平台企业推动生态系统价值共创

价值共创实质上是各主体遵循一套制
度准则来协同合作进而满足各自价值需求
的过程[33,37,38]。与一般组织环境下的价值共
创相比，平台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尤其强调
平台企业在系统架构构建、系统资源整合、
系统规则构建等方面发挥的“枢纽”作用[38]。
作为平台生态系统的核心，平台企业可以通
过提供技术基础设施和交互机制使能生态
参与者的价值共创[30]，以促进正向网络效应

产生和其价值主张实现[39]。换言之，促进生
态参与主体间的价值共同活动是平台企业
的主要任务。

已有研究提出，平台企业利用其“资源
优势”和“规则优势”来推动生态参与者价值
共创的作用机制[39]。例如，平台企业通过进
入特定产品市场[27,40]、选择性推广[41,42]、更
新迭代平台架构[43]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作用
于生态参与者的价值创造动力。此外，随着
平台生态的演化，平台企业也会“相机行事”
地调整现有制度或推出全新制度塑造生态
的价值共创过程[26,44]。

然而，由于生态参与主体间的利益诉求、
资源禀赋各不相同[45]，引发了平台生态系统
价值共创过程面临着持续性和有效性等方
面的诸多挑战。已有学者们从资源依赖[46]、
生态系统演化[10,47]、开放式创新[16]等理论视
角切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尝试和初步
探索,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平台生态系
统的价值共创问题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但
同时我们也发现，已有研究对于生态系统参
与主体价值活动潜在困境的探索仍局限于
“主体互动过程”阶段[48]，这也暗含了平台企
业用于促进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战略行动大
多建立在“生态参与主体对平台价值主张拥
有共同认知”的分析思路上，由此强调了作
为生态领导者的平台企业对于系统内成员
价值共创的推动和塑造作用。

事实上，已有研究也关注到了平台企业
同时作为“裁判员”和“运动员”可能引发的
管理问题[27]，这一身份双重性背后潜在的
“制度优势倾向性”容易导致生态内参与主
体价值共创的动力不足问题。这意味着，平
台企业为实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战略行动
会存在内生逻辑冲突[28]。譬如，近年来有关
于平台技术“非中立性”和“算法黑箱”等问
题的探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平台企业身份
双重属性背后的战略选择冲突问题。当我们
关注平台企业身份双重性对平台生态价值
共创过程的影响时，就会发现平台企业作为
生态领导者时，往往强调一种“权威”的战略
逻辑，即平台企业可以凭借其生态位势推动
生态价值共创过程[15,18]。而平台企业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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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参与者时，则期望平台企业遵循一种“合
作共赢”的战略逻辑，即平台企业需要致力
于构建起生态参与主体对于平台企业和整
个生态系统的认同和信任。由此，本文提出，
需进一步关注平台企业的双重身份属性对
其战略行动的影响，进一步厘清平台企业推
动生态价值共创战略行动选择的背后逻辑。

2 研究设计

2.1 方法选择

本文选取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
两方面考虑：其一，现有关于新兴场域情境
下平台生态系统发展的研究尚处在探索阶
段，且已有立足于研究大多基于制度理论视
角出发，旨在解决平台企业合法性的相关问
题。而本文关注的“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
态系统参与主体的价值共创”问题属于新兴
研究领域以及引入新视角的研究，因而选择

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较为合适[49]。其二，本
研究旨在揭示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系
统价值共创的动力机制，属于“HOW”的问
题，而案例研究方法可以更好地针对复杂现
象内部的过程和机理进行讨论[50]。通过对案
例企业关键性战略行动进行剖析，有助于厘
清该情境下平台企业促进生态系统内参与
主体价值共创过程的内在逻辑。

而选取双案例研究方法主要是考虑到，
本文所关注的研究问题并非产业实践中出
现的极端现象或个别现象，而是平台间竞争
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涌现出的有趣新现象，通
过双案例研究中的案例内分析以及跨案例
比较，有助于增加对实践世界中多样性的理
解[49]。另外，双案例的选择有利于对同一现
象相互印证和补充，促进形成更具准确性和
普遍性的研究结论。

表 1 案例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case enterprise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2 案例选择

基于典型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本研究
选取了微医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医）
和信也科技集团（以下简称：信也）两家企

业作为研究对象（企业基本情况见表 1）。

案例企业典型性在于：第一，微医属于
互联网医疗行业，而信也属于互联网金融行
业，二者在观察窗口期均属于实践中典型的

案例企业 行业 基本情况 生态参与主体

微医 互联网
医疗

 微医前身“挂号网”成立于 2010年，主要通过线上挂号、在
线导诊，以方便患者就医。2015年创建乌镇互联网医院，
公司品牌升级为“微医”，开始依托线下实体医疗机构，布
局互联网医院，实现“在线问诊-电子处方-医药电商”的线上
服务联动功能。2017年成立微医全科（杭州），开始布局
线下实体医疗机构，同时发布微医云。2018年与海西医药
交易中心、易联众开始布局数字健共体业务，承建国医保
信息平台系统、线上药品联采平台等（政府采购服务）。

 微医核心业务覆盖医疗、医药、医检、健保等领域，是行
业内唯一覆盖“互联网+医疗健康”全产业链的数字健康平
台。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微医注册用户为 2.22亿，
当前接入医院数量超 7800家，覆盖中国 95%以上的三甲
医院，平台注册医生数量超过 27万名。

用户、
医疗机构、
各级医生、
监管机构、

医疗健康企业等

信也 互联网
金融

 2007年，信也科技集团（原拍拍贷）成立，主要提供网络
借贷和金融信息服务，是中国第一家网络信用借贷平台。
2019年，信也成为链接金融机构和个人及小微商户借款人
的金融科技开放平台，为 B端机构提供了贯穿营销、技术、
风控等各业务线的 BOT一站式全覆盖综合服务。

 信也科技的业务涵盖科技驱动的消费金融业务、国际化业
务以及财富中介业务三大业务板块。信也致力于链接 B端
和 C端，打造开放生态，已成功对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
信托等 100余家金融机构。坚持以创新技术服务大众、赋
能机构，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用户、
传统银行、
金融公司、
信托机构、
监管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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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场域（图 1）。

图 1 案例企业及所在场域发展关键性事件
Fig. 1 Case enterprise and key events in its field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具体而言，微医所在的互联网医疗行业
是“互联网+”背景下的新产业形态，最初始
于以丁香园和好大夫为代表的网络医疗信
息咨询形式，并在此后 20余年的发展过程
中陆续出现了以医药电商、健康管理、互联
网医院为核心业务形式的参与主体，该行业
长期处于商业模式不明确、场域内缺乏明确
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格局的发展状态，这反映
了场域边界模糊、内组织角色不稳定、竞争
激烈和不确定性较高等新兴场域的特点。更
为关键的是，从政策发展来看，由于医疗关
系到国计民生，传统医疗行业模式被长期固
化，因此互联网医疗行业长期处于政府规制
缺失严重、大众不信任的状态，直到 2018
年国家卫健委陆续印发多个关于互联网医
疗规范发展的政策文件，才标志着我国互联

网医疗开始进入规范建设、系统发展的阶段。

信也所在的互联网金融行业更是中国
情境下监管真空的产物。在此之前，不管是
金融从业者、监管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对互
联网金融知之甚少，因此场域内伴随着不同
利益方的冲突与制度的变化。由于金融受到
政府的严格管制，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创业之
初面临的政府规制和市场认知压力尤其强
烈。行业发展初期面临着“无监管，无标准，
无门槛”的状态中，行业内鱼龙混杂，良莠
不齐，野蛮生长，“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显
现。直到 2015年才正式纳入银监会监管体
系，2018年开始陆续形成基本的监管政策框
架。综上，我们根据场域内关键性政策出台
的时间节点，划分了两家平台企业的观测窗
口期。在这一期间，两家平台企业所在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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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场域处于政府规制缺位、场域边界模糊、
参与成员及互动关系动荡的发展阶段，符合
David等（2013）对于新兴场域的定义，故
而我们将其认为是实践中较为典型的新兴
场域。

微医和信也两家平台企业均属于场域
先入者，其构建生态的过程中均有效地推动
了平台生态系统参与主体在行业整体不确
定性情况下的价值共创活动，并获取了行业
领先地位，这有利于提炼和总结平台企业作
用于生态参与主体价值共创所采取的战略
行动。微医成立于 2010年，基于对互联网
技术将颠覆医疗行业业态的洞察，以“健康
有道，就医不难”为使命，十余年来致力于
通过创新和科技赋能中国医疗产业的数字
化、智能化发展。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微医
积极参与并协助政府出台、完善互联网医疗
相关制度和规范，推动了中国互联网医疗行
业的发展，成为行业代表性企业。

而信也科技成立于 2007年，是中国第
一家中国第一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同时也是
跻入了全球 FINTECH公司市值前十位的企
业。作为行业内的领军者和代表性企业，信
也在成立之初就颠覆和重构传统商业银行
的价值创造模式，面临着极为严苛的监管压
力和市场认知压力，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互联
网金融行业野蛮生长到监管收紧的过程。作
为行业内的标杆性企业，其发展过程较为典
型地体现了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推动
生态参与主体价值共创的过程。尽管二者在
发展过程中均有效地克服了价值共创困境，
但二者的策略选择以及作用逻辑却体现了
较为明显的差异性。综上可知，这两个焦点
对象之间既有相似性，又存在差异性，通过
对这些案例的归纳分析有助于在新情境下
发现复制的逻辑，探索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
企业促进生态参与主体价值共创的作用路
径，为探索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作用于

生态参与主体价值共创动力机制的过程提
供了丰富全面的证据支持。

案例的可获得性则具体表现为：我们依
托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和企业家学者
项目，通过与企业建立学缘关系进行调研，
两家案例企业均可以提供平台企业发展过
程中的详实资料，并愿意提供真实完整的内
部材料，便于获取企业更为丰富的原始素材。
而且受访人员均同意参与多轮次访谈工作，
并留下私人和公共的联系方式便于进一步
核实资料，确保三角验证的实现。

2.3 数据分析与收集

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三角
测量方法，选择多种方式、渠道获取信息，
具体收集了以下一手、二手资料和信息：

（1）通过深度访谈和调查获取一手资
料。采取半结构化访谈方式对两家平台企业
的多位高管进行了多次正式和非正式访谈。
为了“让被访谈者说话”[47]，我们在访谈过程
先以研究问题为引领，利用“滚雪球”的方式，
通过关键访谈对象的推荐和提名来逐步扩
大数据收集范围，与此同时，我们鼓励访谈
对象自己提出问题，这项工作主要是了解和
确认平台企业构建和发展过程的全貌以及
案例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事件，最终聚
合“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促进生态参与
主体价值共创”过程的全貌。为了保证访谈
资料理解的深度和记忆的深刻，访谈人员在
12小时内对访谈录音和笔记进行整理并交
叉核对（具体访谈情况见表 2）；（2）门户
网站、公开媒体报道等公开资料。通过实时
数据和档案数据同时收集和验证，有效避免
了回溯性解释、印象管理等严重影响研究信
度的问题；（3）直接从企业获得的材料，
包括公司高管的文章、演讲 PPT、内部刊物
等；（4）作者团队成员为期的参与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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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访谈数据情况
Table 2 Interview data

案例企业 访谈部门
访谈
对象

时间
（分）

转录字数
（字）

访谈内容

信也
(XY)

全球战略投资部门 副总裁 170 约 2.5万 企业发展历程、商业模式
演化、海外投资活动

风险政策部门 商业分析师 120 约 1.9万 政府政策发展与理解等
市场部门 产品经理 90 约 1万 产品推广过程

拍拍贷—浙江大学人
工智能研发中心

浙大计算机学
院博士研究生 100 约 1.3万 贷款流程中 AI技术的应

用、产学研合作成果

微医
(WY)

微医集团 首席创新官 130 约 2万 企业发展历程、商业模式
演化、企业社会责任

微医云创新市场中心 产品总监 160 约 2.3万 平台核心业务拓展、平台
规则设计和更新等

长三角区域商务中心

高级项目经理 100 约 1.8万 政策发展与解读、平台与
医疗机构的互动

产品运营经理 100 约 1.6万 产品迭代概况、业务模式
细节、政策发展政策研究专员 100 约 2万

本文采用 Gioia 等（2013）的结构化数
据处理方式，从访谈数据中通过多层次编码
（Coding）提炼出构念，再建立起构念之间
的关系，然后涌现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编
码重心始终围绕平台企业促进生态参与主
体价值共创的过程展开。理论抽样帮助我们
识别数据中出现的新构念，有效指导数据收
集直到理论饱和。本文的数据分析包括以下
3个主要阶段。

首先，我们将访谈内容、档案记录和文
献资料进行文本化汇总，按照时间顺序整理
出两家案例企业创业过程的“历史事件库”。
考虑到本研究情境为新兴场域，因此我们将
数据收集的时间节点锁定在“焦点平台的成
立时间”至“标志着行业走向规范发展阶段的
关键性政府政策文件出台”作为始末点（微
医观测区间为 2010年—2019年 6月②；信
也观测区间为 2007年—2019年 9月③）。

其次，数据分析和提炼的过程。具体而
言，在上一阶段工作基础上，我们将所有的
材料按照其本身所呈现的状态（引用被访谈
者的原话）进行归类，进行一阶概念的归纳
和集合；并围绕理论要素重新组织故事情节，
将这些概念进一步提炼和归纳，在循环比较

② 2019年 6月，图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
③ 2019年 9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 P2P网贷领域征信体系建设的通知》。

的基础上最终形成 6个二阶主题。为了提高
内部效度，作者团队成员对案例材料进行背
对背编码，并在编码结果不一致时，组内进
行修正、讨论、验证和补充。

最后，聚合理论维度的过程。具体而言，
在已经涌现的“共创目标模糊”等 6个二阶主
题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已有文献的理论基础
分析单个或多个主题间是否具有理论逻辑
上的一致性，尝试进一步将其聚合。在跨案
例比较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兴场域情境下
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动力机制的理论模
型。最终，我们将二阶主题聚合为“价值共
创困境”、“平台身份定位”、“生态价值共创”
三个理论聚合维度，形成本文理论模型的基
础，数据结构如图 2所示。

为了确保数据的可信度，本文采取了额
外的优化措施。一方面，邀请并未参与本研
究的人员对数据中涌现出的构念和模型进
行讨论，并对有争议的模块进行优化。另一
方面，与企业高管保持联系，将研究进展中
涌现的构念以及初期模型与其分享讨论，获
得企业方面的反馈意见，不断地对数据结构
以及过程模型进行迭代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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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结构图
Fig. 2 Data structure

3 案例分析与发现

3.1 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
困境

通过跨案例比较，本文发现新兴场域情
境下，生态参与主体围绕平台价值主张进行
资源交互的过程中涌现出“共创目标模糊”
和“共创模式模糊”两大价值共创困境。前者
聚焦于生态参与主体对于参与平台价值活
动能实现的预期目标存在认知模糊（“共同
创造什么价值”的问题）。后者则聚焦于生
态参与主体对于平台价值主张的实现路径
存在认知分歧（“如何共同创造价值”的问
题），具体证据见表 3。这本质上是由新兴
场域的三大基本特征引致的——由于新兴
场域的边界动态模糊、内部规制不完善、主
导角色和互动关系尚未形成[22,24]，导致了场
域内主体无法依照既有的共同认知框架来
交互，当这种“模糊性”映射到平台生态参与
主体资源整合和协同合作的过程中时，就会

涌现以“平台价值主张内涵”及“价值主张实
现路径”为主要矛盾点的价值共创困境。

（1）共创目标模糊。2010年，微医创
始人、董事长兼 CEO廖杰远创建挂号网（微
医前身），希望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院外
候诊等就医服务。在此之前，中国传统的医
疗体系效率低下，一个亟须解决的重要痛点
就是老百姓的“看病难”问题。但在当时“互
联网医疗”这个命题在国内仍处于尚未开垦
的“处女地”，公立医院等既是利益既得者又
是平台企业需要建立价值共创关系的潜在
互补者，无法建立起对焦点平台价值主张的
有效认知。例如，微医集团首席创新官在访
谈中提到，“刚起步的时候，这些大医院，
尤其是三甲医院，就说我们医院又不缺病人，
到你的平台上面去有什么好处，我干嘛要去
你们这个平台？”而在随后的 2.0和 3.0阶段
时，微医同样面临着生态内参与主体对于平
台全新价值主张的认同问题。“当时我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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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定做互联网医联体...但最难的就是怎么
把不同医院的围墙打开，找到所有人都认可
的起点和终点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
步。”、“第一张线上的处方是微医的互联网
医院开的，当时开的时候还备受争议，说你
们非法行医，根本没有看到病人怎么能开药
啊，这个不行啊！当时说要停，有很多争议。”
可见，作为场域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微
医成立之初就面临着拥有不同利益导向的
主体对于参与平台价值活动能够实现的预
期目标以及协同利益点尚不明确的挑战。在
信也的案例中，主体间价值共创目标模糊的
困境同样体现的非常明显。2007年，拍拍贷
（信也前身）成立，在此后的三年内平台都
面临着用户增长疲乏的生存问题。信也集团
战略投资部门负责人提到，导致这一问题的
核心原因是利益相关者对平台身份的认知
模糊，“用户少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他们一
看就说我们是做高利贷的”、“金融被高度管
制，一说起民间金融，就是非法集资、高利
贷，很多人劝我，说不定哪天就进去了”。
市场部经理也提到，“金融是个很特殊也很
严肃的行业，几年来我们在公开场合一直在
解释，拍拍贷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价值，希
望能打消用户和政府的顾虑。”由此可见，
信也同样面临着生态参与主体对于参与平
台价值活动能够满足的价值需求或预期目
标模糊的挑战。

（2）共创模式模糊。在微医案例中，
公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制药厂、保险公
司等价值主体起初对于微医价值主张的实
现路径各执一词。例如，微医长三角区域商
务中心高级项目经理在访谈中提及，微医在
构建一个“通用和可行”模式过程中的困难
和挑战，“可以明确的是，以后的药品供应
链、医疗器械的供应链，肯定不是传统的方
式。但一旦涉及到具体怎么做的问题，就有
很多东西都要去设计，牵扯的面非常多”；
微医集团首席创新官在访谈中也提到，“以
前的药品采购都零零星星的小公司自己去
采购，现在整个药品供应链、医疗器械行业
都整个洗牌......传统医疗模式下产生的整个
产业链，医疗代表一下子没了出口。”此外，
廖杰远也在公开场合提到，“从微医的发展

历程来看，是中国医改政策和中国的互联网
医疗发展相对同步的过程...都是摸索着来，
看怎么能够把互联网医疗真正地往下推。”
这些证据侧面体现了场域内主体对于参与
平台后的价值共创路径的预期尚未可知。同
样地，在信也的案例中，由于新兴场域内暂
时性的规制缺位，行业内其他主体对于“如
何参与平台开展共创”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认
知冲突。信也全球战略投资部门副总裁提到，
“当时互联网金融行业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发
展思路，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但整个
行业本质上仍处于灰色地带，太多没有资质
的企业、传统银行都来跟风、用户也是鱼龙
混杂。”由此可知，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的
互联网金融行业内，各利益相关主体对于如
何实现“普惠金融”这一理念的行为模式各
不相同，甚至存在冲突。

3.2 平台企业促进生态参与主体价值共创的
战略行动

已有学者呼吁了在“生态价值主张尚不
清晰”情况下，焦点企业对于价值主张实现
过程进行动态控制的重要性[14]。通过对两家
案例企业推动其所在生态参与主体的价值
共创过程分析，我们发现，平台企业会基于
“行动焦点”和“行动方式”两个维度设计战
略行动，用以解决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
系统涌现的价值共创困境，促进生态参与主
体的价值共创活动（图 3）。具体而言，“行
动焦点”是指平台企业用以克服其价值主张
传递过程中潜在偏离问题的控制焦点，包括
“过程端”和“结果端”[51]。前者是指平台企业
对生态参与主体价值共创的过程进行规定
和控制，避免出现价值主张指导实践过程中
发生潜在偏离的问题；后者则指平台企业面
向场域内的潜在价值共创主体明确其围绕
价值主张协同合作能够实现的预期结果，而
对价值主体解读和理解平台企业价值主张
的过程不加干涉。而“行动方式”则指平台企
业为推动目标主体价值共创而采取的工作
类型，包括“实践工作”和“意义工作”两类。
前者是指平台企业通过投入有形和无形资
源等实践行动证明其价值主张的有效性；后
者则指平台企业通过使用话语、修辞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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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构建集体共识来向目标主体传递其价值 主张的合理性。

表 3 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困境及典型例证
Table 3 The dilemma of value co-creation among participants within the eco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fields
案例 价值共创困境 典型例证

微医

共创目标模糊

“刚起步的时候，这些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就说我们医院又不缺病人，
到你的平台上面去有什么好处，我干嘛要去你们这个平台？”(A)
“如何在这样复杂的方程式里找到一条解决的路径。我认为找到所有人都认可
的起点和终点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A,B)
“原来的互联网医疗一直叫好但没有收益...中国的数据是割裂的，要么在医院
里、要么在医保系统里、要么在卫计系统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考虑，利益
共同点找不到，这件事就很难做成。”(A)
“武汉的大医院其实都是有线上服务的，但他的上线率就是个位数。所以一开
始我们提出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人家大医院有这么多资源都
干不成，你们能干什么？”(A)

共创模式模糊

“作为一种新业态，乌镇互联网医院面临的政策环境是“政策没有说不行，但也
没有说该如何办。”(A,B)
“以前的药品采购都零零星星的小公司自己去采购，现在整个药品供应链、医
疗器械行业都整个洗牌......传统医疗模式下产生的整个产业链，医疗代表一下
子没了出口，传统医生如果不能再依靠药品，那怎么解决医生的收入问题”(A)
“医疗改革相当不好动，拿一点东西都要卡你半天，我们试验了各种各样的方
式、方法才算是把这条路大概跑通。”(A)

信也

共创目标模糊

“用户少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他们一看就说我们是做高利贷的。”(A)
“几年来我们在公开场合一直在解释，我们希望以及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价值，
希望能打消用户的顾虑。” (A,B)
“我觉得大家会对我们的业务有误会，我们的业务这么多年没有变过，我们战
略一直是很清晰，给用户提供 General purpose loan，就是一个用户可以自由选
择金额、期限的分期的产品，叫做一般目的贷或者通用目的贷。”(A,B)

共创模式模糊

“互联网金融是监管真空的产物，直到 2015年才正式纳入银监会监管体系。在
这之前，整个行业都是野蛮生长”(C)
“当时互联网金融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发展思路，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但整
个行业本质上仍处于灰色地带，太多没有资质的企业、传统银行都来跟风、用
户也是鱼龙混杂。”(A,B)

注：A、B、C分别代表典型例证的数据来源，A代表访谈获得的一手资料，B代表企业网站、媒体报
道获得的资料，C代表直接从企业获得的涉及案例的文档材料

在对材料进行结构化总结和提炼后，4
类战略行动得以涌现：标签化价值主张、引
导资源互补、构建示范效应、明确权责边界，
不同战略的实践表现及典型例证见表 4。

为了解决共创目标模糊的困境，新兴场
域情境下平台企业主动标签化价值主张，来
构建起多方价值共创能够获得的预期结果，
帮助目标主体在“价值主张尚不清晰”的情景
下自发形成与平台价值主张的“利益一致性”
理解，从而构建起生态参与主体参与平台价
值共创的动力基础。具体表现为：嵌入社会
问题、行动意义赋予等方面。例如，微医的
案例中，廖杰远谈及如何吸引多方参与来共
同“搅动”传统医疗行业的资源池时，就多次
链接到某个社会问题来表明其价值主张的

核心要义，“中国药品耗材一年的交易额是
2万多亿元，现在国家推动医疗改革，希望
用一个数字平台承载药品耗材的全部交易
和集中采购。”另外，访谈中多名微医的高
层人员也提到，“我们希望让医疗资源充分
的释放，帮政府解决问题，帮医院解决问题，
帮老百姓解决问题。”、“微医以前其实营利
性不是很高，但是投资人依然非常看好。因
为我们一直是秉承这样一个使命感的，就是
帮老百姓解决健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可见，为了帮助医药供应商、医疗机构等场
域内拥有重要互补资源的价值主体主动参
与价值共创，平台企业突出其价值主张的“社
会属性”[28]，并通过引导目标主体寻求价值
活动中的自己期望获得的价值需求，从而实
现平台整体价值共创活动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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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促进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战略行动框架
Figure 3 Strategic action framework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to stimulate participants’ value

co-creation within the eco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fields

类似的，在信也的案例中，这一机制也
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拍拍贷（信也前身）
在成立之初，将自己与尤努斯穷人银行类比
——强调“采用尤努斯穷人银行的思路”以
及作为中国第一个互联网金融平台企业的
社会属性，创始人张俊在其内部信中写道，
“拍拍贷的出现和发展是对社会的和谐发展
和人际关系的健康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拍拍
贷团队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超级金融社区，在
这里帮助大家建立正确的理财技巧和观念，
并且把民间借贷这种最基本和最普遍的金
融业务契约化和规范化，通过人际关系的自
然扩张把诚信理念广泛传播。”此外，信也
的市场部门产品经理也在访谈中提到了金
融行业的特殊性，以及信也希望构建和传递
的价值内涵，“我们希望利用数字平台这样
一个相对低的运营成本，以及相较于银行更
高的运营效率的方式，来用一个相对合理的
利率服务长尾用户。”综上可知，当场域内
主体因对平台企业的价值主张存疑而无法
明确其价值需求时，焦点平台可以通过一系
列“标签化”行动来帮助主体理解其内涵，从
而动员场域内利益相关主体尽快构建起平
台价值主张的共同认知。

为了解决共创模式模糊的困境，平台企
业会通过引导资源互补，来帮助那些已加入
平台生态但尚不清晰如何与平台价值共创
的参与主体抓住涌现的市场机会和资源缺
口[35]，以传递价值共创活动的可靠性信号。

具体表现为：快速响应需求、输出标准化能
力、打造赋能基础等方面。这一点在微医的
案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具体来看，平台在
发展过程中发现，由于许多医疗服务需要在
线下完整，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医院的关
联利益。此时，微医与不同层级医院共建科
室基地，来实现和医院的方向利益一致。另
外，由于存在“医院不认可外部检查结果”的
问题，平台则在推动不同参与主体间的合作
发挥主导作用，由此推出了以平台自建的省
级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牵头、267家基层医
疗机构共同组成紧密型医联体的“天津模
式”。访谈中，微医云创新市场中心产品经
理提到，“即使现在来看，互联网医疗仍处
于非常初步的阶段，所以我们还是在探索行
业发展的可能以及全新产品设计的机会。如
何利用医疗和科技的深层融合。”此外，微
医基于用户数据和现有的医疗资源形成微
医云，业务架构包括数据中台、技术中台和
业务中台。访谈中，多名高管表示这种底层
数字能力的构建能够赋能成百上千的中小
医疗机构，从而真正帮助不同层级的医疗机
构都能各取所需，“微医最强的就是数字化
能力，我们的 CTO以前是 IBM的技术副总
裁，很少有互联网公司能够像我们一样在科
技研发上投入这么多。”

再次，由于新兴场域内主导模式尚不明
晰，平台企业通过构建示范效应向场域扩散
平台价值主张内涵及实现方式，撬动生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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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体构建起价值共创模式认知基础和信
任基础[53]，扩大平台企业在整个场域的整体
影响力，从而克服共创目标及共创模式模糊
的困境。具体表现为：利益协同点放大、权
威渠道宣传等方面。为了使自身合法化、撬
动更多主体参与平台价值共创，信也主动邀
请上海浦东新区的小微企业加入平台，提供
可免费体验申请贷款的机会。在公众对这一
模式的认知尚属混沌期时，这一做法向公众
传达了借助互联网来“革新”传统金融行业
的社会价值——打破了原有以传统金融机
构为中心的低效率、高门槛的资金流动模式，
可以大幅度提高较为低效的资金流转模式。
在这一阶段，信也陆续被福布斯、CCTV等
主流新闻媒体报道，极大地扩大平台的社会
影响力、奠定了这一价值共创模式成为场域
内主导模式的基础，“当时我们很快就获得
了成效，陆续获得了一些来自政府的鼓励，
政府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先试试……”而在微
医的案例中，这一激励机制也体现地较为明
显：微医提出构建“健共体”、“医联体”平台
时，以微医三明模式（集采）、微医泰安模
式（慢病专病管理）、微医天津模式为模板，
通过在场域内推广这三个成功样板来助推
场域内各主体对“互联网+医疗健康”这一价
值共创的模式的认知基础。

最后，由于场域内政府规制的暂时性缺
位以及平台自身商业模式会进行自我更新，
此时平台企业会通过明确权责边界来承担
政府代理人职能，规定参与主体依托平台价
值共创过程中的“红线”来保障平台企业价
值主张的正当性。具体表现为：规定职能边
界、数字化嵌入治理、响应政府规制等方面。

当微医在各地区推行其数字健康共同体的
价值共创模式时，有关当地医疗数据使用和
监管问题成为各地医疗机构参与平台价值
共创的主要障碍。此时，微医始终强调自己
处于中立的市场角色及其技术底层能力的
积累，“我们当地的公司都是政府投资的，
说白了微医就是一个技术底层公司，我们是
输出技术能力，然后所有的游戏规则、标准
都是政府定”此外，访谈中数次提到，微医
目前还是在不断更新自己商业模式的过程，
但是一直强调了保障平台内医疗机构的正
规性和患者就医过程的重要性。“医院我们
就先从大的三甲的龙头医院入手。医院的选
择我们会根据门诊量、总收入等等指标来选
定。”此外，访谈中信也风险政策部门负责
人、技术部门负责人都强调了平台风险控制
能力的重要性，“很多做互联网金融的，出
问题的原因是风控能力不行、反欺诈能力不
行...最起码不能让好人的钱莫名其妙地跑到
了‘老赖’的钱包里”、“2016年之前，突然入
局的平台一下变多，大概一两千个，但是陆
陆续续的都开始暴雷、出各种问题，这种情
况下是非常考验平台技术能力的。”另外，
信也开发了行业内首个基于征信大数据的
风控系统——“魔镜”风控系统，不断深化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和
研究，利用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对贷前、贷
中、贷后进一步增强风险监控能力。而在多
个国家部委陆续出台监管细则后，信也第一
时间成立了自查小组，并聘请了具备相关资
质的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平
台运营状况进行专项审查和指导，争取确保
现有及后续业务能够全面符合监管要求。

表 4 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推动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战略及典型例证
Table 4 Strategies and quotes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to stimulate participants’ value co-creation

within the eco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fields
激励策略

实践
表现

典型例证援引（部分）

标签化价值主张
(Labeling Value
Proposition)

嵌入社会
问题

“中国药品耗材一年的交易额是 2万多亿元，现在国家推动医疗改革，希望用一个数字
平台承载药品耗材的全部交易和集中采购。”(WY)
“微医以前其实营利性不是很高，但是投资人依然非常看好。因为我们一直是秉承这样
一个使命感的，就是帮老百姓解决健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WY)
国有企业由于具有政府背景，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而中国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则一直处
于融资难、融资贵的境地。有资金需求的民众，例如：农民、手工业者等低收入人群很
难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信贷获取障碍重重。(XY)

行动意义
赋予

“数据的所有权是个人，然后数据监管权在政府，使用权在医院，我们只是技术平台，
我们是不能够任意使用数据的，也不能够储存数据的。”(WY)
“平台当时会对借款用户收取相当于本金 2%—4%的服务费。其实人们本来对于金融产
品就会很谨慎，如果你提供了免费的服务，人们反而会觉得你是不是骗钱的；另外，收
费也能一定程度上过滤掉资质不太好的用户。”(XY)

符号化
修辞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我们在携程上订的火车票，在飞猪上定的火车票看不到，但是有
一个平台是可以看到全部的，就是 12306。我们也要做一个医疗健康版的 12306，真正
把所有的信息都连通。”(WY)
“我们刚刚出了一个支付产品，叫“易仓付”,这就是健康领域的支付宝，它兼具支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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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策略
实践
表现

典型例证援引（部分）

清算功能、对账功能、监管功能。”(WY)
“强调’采用尤努斯穷人银行’的思路...团队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超级金融社区。”(XY)

引导资源互补
(Guiding
Resource

Complementary)

快速响应
需求

“部分参与者能力不够，像专门做肾病的软件的，肾病治疗不能单纯依靠一个软件系统
就可以处理，所以我们更多地是基于我们的资源进行互补式的合作。我们不会再自己去
造一个血压仪，而是帮着撮合不同的参与者合作产出。”(WY)
“我们还是在探索行业发展的可能以及全新产品设计的机会。如何利用医疗和科技的深
层融合。”(WY)

输出标准
化能力

微医连接了全国线下 7800多家医院，27万名主治医生以及 2.2亿的用户...内部医疗资
源进行梳理后形成了微医云，为基层医院输出标准化能力。(WY)
“通过四种能力的管理，就是四朵云，云管理、云服务、云药房、云检查，所有的东西
都标准化，输出能力到下面的基层，然后进行集中管理。”(WY)
“现在微医云的首席技术官就是原来 IBM的技术副总裁，现在研发人员差不多将近 800
人，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研发有这么多人是非常难得的”(WY)

使用场景
拓展

“微医搭建了医疗知识数据库，将医疗需求与供给的信息“结构化”，这为搜索、辅助决
策提供了精准支撑，为下一步推出服务流奠定了基础。”(WY)
“后续护理其实并不需要大院的专家和资源来完成，否则那么高的价值就浪费了，我们
就来做后续这些环节,让他们可以更加专注、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WY)

构建示范效应
(Constructing
Demonstration

Effect)

权威渠道
宣传

信也陆续被福布斯、CCTV等主流新闻媒体报道，“当时我们很快就获得了成效，陆续
获得了一些来自政府的鼓励，政府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先试试……”(XY)
“2018年的时候，孙春兰副总理在乌镇调研乌镇互联网医院的时候，当时是下起雨了，
廖总要给孙总理撑伞，孙总理自己把伞接过去了，然后廖总就说’孙总理啊，您为我们
互联网医疗撑起一片天啊！’这张照片就被媒体留下来了，广为宣传”(WY)

利益协同
点放大

“因为泰安管得好，所以它是全国首个以医保驱动的省级大健康服务的创新改革和示范
区，全国首个。”(WY)
“我们不是增加患者的负担，也不是侵犯医院的利益，更加不是为了套政府的钱，是在
帮政府省钱的，缺一条我们都不做。”(WY)
“我们微医的三明模式确实是一个教科书，中国医改的一个先锋，工分制、两票制、三
医联动、以健康为中心等等，都是三明提出来的。”(WY)
信也主动邀请上海浦东新区的小微企业加入平台，提供可免费体验申请贷款的机会。
(XY)

明确权责边界
(Clarifying the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规定权力
职能

“我们当地的公司都是政府投资的，说白了微医就是一个技术底层公司，我们是输出技
术能力，然后所有的游戏规则、标准都是政府定。”(WY)
“现在 100%的新发生额都是由金融机构来完成。事实上加入了金融机构作为一个中介，
同时也多增加了一个风控的保障”(XY)

数字嵌入
治理

“开发了行业内首个基于征信大数据的风控系统——魔镜风控系统，不断深化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和研究，利用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对贷前、贷中、贷
后进一步增强风险监控能力。”(XY)
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么多年持续的技术投入、技术的积累，使得我们可以在风险水平稳定
的情况下去批复，让更多的用户获得成功，我们的成交率大幅度提升，这是科技做出的
贡献。(WY)
“我们这边有一个医生运营的团队，根据医患沟通的记录和后台的自动算法检测来处理
投诉或反馈。”(XY)

响应政府
规制

“政策更加的明晰...原来的商业模式不可以持续了...我们从 14年开始就开始积累技术，
包括整个资金来源的控制和审核，在为转型在打基础了”(XY)
“进行海外投资时，平台会考量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将“中国经验”传播海外”(XY)

注：(1)作者根据文献和案例涌现素材整理。(2)WY代表微医，XY代表信也。

3.3 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参与主体价值
共创的动力激发：理论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新兴场域的诸多不
定特征导致了平台企业所构建的价值主张
难以被各价值主体所理解和认同，更为关键
的是，该情境下平台企业的价值主张尚处于
不断更新和变化之中[14]，这就打破了原建立
在“平台价值主张的可理解性”前提下提炼和
总结的平台生态价值共创基本范式。因此，
在对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促进生态价
值共创的四种战略行动进行归纳和总结后，

我们立足于平台企业身份双重性的特征，通
过跨案例比较来厘清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
企业战略行动选择”与“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
创”的内在逻辑，从而进一步回答“新兴场域
情境下平台生态系统参与主体的价值共创
动力如何产生”这一关键问题。

事实上，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参与
主体在围绕平台价值主张进行价值共创过
程涌现出的“共创目标模糊”和“共创模式模
糊”两大基本困境，本质上是生态内主体对
于“平台价值主张存在认知模糊性”的两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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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正如前文所述，“共创目标模糊”是关注
到生态参与主体与平台企业价值观和业务
融合的过程中，存在对于平台企业价值主张
内涵的模糊性认知，从而阻碍了双方进行新
业务开发合作、开创新业务模式等价值共创
活动；“共创模式模糊”是关注到生态参与主
体与平台企业就价值主张如何指导合作行
动的过程存在模糊性认知，从而导致多边主
体协同合作过程的短期性和动荡性特点。通
过案例分析发现，平台企业促进生态参与主
体价值共创动力体现了两种差异化的战略
路径（图 4）：以阐释价值主张为核心的“牵
引型”模式和以共建价值主张为核心的“助推
型”模式。“牵引型”模式的基本出发点是平台
企业致力于构建一种“启发式规则”，通过阐
释价值主张将其明确化，帮助生态参与主体
自觉建立起对平台价值主张有效认知。而“助
推型”模式则强调了“动态响应和调整”的过程，
通过不断更新和动态完善原有的价值主张，
促进平台价值主张能够引发主体间对于利
益一致性的感知，从而实现平台生态系统参
与主体价值共创的主动性和持续性。

图 4 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动员生态参
与主体价值共创的战略路径

Fig. 4 The strategic path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to mobilize value for co-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fields

具体而言，当面临价值共创目标模糊的
困境时，意味着生态参与主体对平台价值主
张的内涵共识尚未达成。此时，平台企业需
要将自身定位为“生态领导者”，利用其生态
位势直接向目标主体传递和定义其价值需
求和预期目标，由此能够将行动成本最小化。
而当面临价值共创模式模糊的困境时，意味
着场域内主体对于平台企业价值主张的实
现路径存在潜在的认知偏误。此时，平台企
业则需要将自身定位为“生态参与者”，通过
宣传平台企业价值主张的社会性从而与场
域内其他主体共建价值主张，并主动介入和
参与价值共创过程来保障其价值主张的有
效实现，由此能够将行动精准化。

已有文献对于平台企业功能属性的讨
论中，纷纷认同平台企业可以作为“生态领
导者”，拥有分配生态内所有资源以及设定
规则的权力[30]，又作为“生态参与者”，拥有
带领其他生态参与主体通力协作以实现集
体共赢的义务[54]。事实上，平台生态系统价
值共创的困境是由场域整体特征与嵌入场
域的平台企业个体特征共同塑造的，这使得
平台企业需要根据场域内主导的价值共创
困境类型，综合考虑作用于目标主体参与生
态价值共创的行动成本问题，从而选择匹配
生态参与者价值共创动力机制的行为模式。
而平台企业的两种行为模式，本质上也反映
了平台企业在不同情境下对于其身份定位
的选择和权衡。我们借鉴已有研究中关于
“焦点企业协同不同利益导向的价值主体间
共创价值难题”所提出的两种解决思路[51]，
构建起“共创困境-身份定位-战略选择”的新
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激发生态系统价值
共创的动力机制模型（图 5）。

图 5 整合框架
Fig. 5 Integr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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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围绕“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如
何促进生态参与主体的价值共创？”这一核
心问题展开，通过对 2个案例企业推动生态
系统参与主体价值共创的过程进行归纳和
对比分析，本研究刻画了新兴场域情境下平
台生态系统参与主体的价值共创困境，并立
足于平台企业身份双重性的特征，识别出新
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用以动员生态参与
主体价值共创的战略路径。由此，本文结论
及理论贡献如下：

首先，本文刻画了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
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两大困境。由于新兴场
域存在边界模糊、规制缺位、参与主体间互
动关系动态变化的三大特征[22,24]，导致平台
生态参与主体无法轻易地建立对平台价值
主张的清晰认知，阻碍了平台生态参与主体
价值共创的主动性和持续性，挑战了原有生
态价值共创基于“平台价值主张可理解性”的
前提。本文识别出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
参与主体资源交互过程中涌现出“共创目标
模糊”及“共创模式模糊”的两大价值共创困
境。前者聚焦于场域内潜在参与主体对于参
与平台价值活动能实现的预期目标存在认
知模糊（“共同创造什么价值”的问题）。后
者则聚焦于场域内生态参与主体对于平台
价值主张的实现路径存在认知分歧（“如何
共同创造价值”的问题），反映出新兴场域
情境下平台生态参与主体依托平台价值共
创过程中涌现的以“平台价值主张内涵”及
“价值主张实现路径”为主要矛盾点的共创
困境，进而阻碍了平台生态参与主体价值共
创的主动性和持续性。而对于两种困境的识
别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现有关于“平台生态价
值共创”的研究中大量集中关注主体间交互
阶段，而忽视了对于主体交互的前置阶段，
即“价值主张认知”阶段关注不足的缺失。本
研究聚焦于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系统
价值共创，打破了“平台企业主张价值—生
态主体共创价值”这一看似“顺理成章”的生态
价值共创逻辑链条[9]。

其次，本文进一步探索了新兴场域情境
下平台企业促进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动力
机制。新兴场域情境下，平台企业促进生态
参与主体的价值共创存在两种战略路径—
—以阐释价值主张为核心的“牵引型”模式和
以共建价值主张为核心的“助推型”模式。而

平台企业选择“生态领导者”和“生态参与者”
的不同身份定位是其战略行动的核心动因。
具体而言，当平台企业作为生态领导者时，
则主要运用明确权责边界、标签化价值主张
等方式控制和明确生态参与主体有效围绕
平台价值主张互动的预期目标，而较少设计
对互动过程细节的把控，核心是向目标主体
阐释平台企业价值主张内涵，促进生态主体
在清晰价值主张的前提下，自我定义价值需
求，从而推动生态内价值共创的顺利推进。
而当平台企业作为生态参与者时，则会通过
引导资源互补、构建示范效应等方式主动介
入价值共创过程，把控其价值主张传递和扩
散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行为异化问题，核心是
在资源交互过程中对原有价值主张“动态完
善”，从而与其他主体共同建立起具有高度
利益一致性的价值主张及共创模式。

由此，我们在已有研究对于“焦点企业
应对不同利益导向的价值主体间共创价值
难题”所提出的两种解决思路基础上[51]，结
合平台企业的身份双重性特征[17,55,56]，进一
步细化了“情境特征-战略选择”的经典战略行
动选择逻辑[7]，立足于新兴场域以及平台企
业的特征，构建起“共创困境-身份定位-战略
选择”这一平台企业用以激发生态参与主体
价值共创的动力机制模型。由此，本文立足
于新兴场域情境特征，提出“共创主体对于
平台价值主张存在认知模糊”前提下平台企
业用于促进生态参与主体价值共创的战略
路径，贡献于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相关
研究，并响应了近期学者们提出需要关注平
台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呼吁[6,8]。

4.2 管理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新兴场域情境下平
台企业动员生态参与主体价值共创行动有
两方面启示。第一，创业于新兴场域的平台
企业在动员潜在参与主体以及激励已有生
态参与主体者与平台企业开展价值共创之
前，应谨慎关注价值主张为场域内主体接受
和理解的程度，尤其是需要关注场域内主体
与平台企业价值共创是否存在对于平台价
值主张内涵和其实现路径的模糊性认知。

第二，平台企业在激励场域内主体参与
平台价值共创的过程中，需要识别造成价值
共创困境的底层原因，在此基础上选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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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身份定位来设计和选择动力激发模式，
以实现激励行动带来的成本压力最小化以
及激励行动效率的最大化。

4.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期望学者们
进一步推进研究。第一，囿于研究方法的固
有限制，本文的研究发现需要进一步的大样
本进行实证检验。尽管本文试图得出在平台
企业情境下普适性的结论，但双案例的研究
方式可能使得结论仍存在局限性；第二，由
于案例企业仍处于创业转型过程中，政府规
制仍在出台和更新，因此，本研究并未涵盖
企业最新的战略决策行为。

本研究主要关注了新兴场域情境下平

台生态价值共创活动，未来可进一步针对平
台生态内的价值获取活动展开探讨。平台生
态系统的所有参与者的活动由共同的价值
主张所引导，但不同类型的平台生态系统中
以及同一生态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价值
获取逻辑差异巨大。从平台所有者角度出发，
平台生态系统的架构构建、边界资源掌握以
及网络效应的激发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
源；而不同的定价策略和利润分享机制可能
会影响互补者的参与及创新动力[57]；平台所
有者进入互补市场等策略可以帮助平台获
益并激发互补者的创新动力，但也可能引发
互补者的不信任[58]。因此，可以预想，新兴
场域情境下平台生态系统中价值获取机制
将呈现更加复杂和动态变化的情况，学者们
未来可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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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value co-cre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of platform eco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field

WEI Jiang1，YANG Jia-ming1，YANG Sheng-xi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blurred boundaries, temporary absence of regulation, and dynamic
changes in the roles and interactions of members in the emerging field have led to the
difficulty for actors with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in the field to form a clear
perception of the "advanced" value proposition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challenging
the original logic of value co-creation within the platform ecosystem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the comprehensible value proposition. In this vein, how platform
enterprises promote the value co-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fiel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heme that needs to be clarified in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case companies, i.e., Weiyi and Xinye, this
paper identifies two major value co-creation dilemmas in the platform ecosystem in
the emerging field context, namely "ambiguous co-creation goals" and "ambiguous
co-creation modes", which impede the complementors ' initiative to co-creat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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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ocal platform ecosystem. Based on this, we further refines the strategic paths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to stimulate value co-creation of complementors in this
context - the "traction" model with the core of explaining value proposition and the
"boost" model with the core of co-creating value proposition. The identity positioning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as "leader of the ecosystem" or "partner of other
complementors" is the core motive of their strategic actions. Overall, we posit the
theoretical model, i.e.,"co-creation dilemma— identity position—strategic actions, is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value co-creation in the platform ecosystem.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ing field, this paper proposes a strategic path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to promote ecological value co-creat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participants
within the ecosystem have ambiguous perceptions of platform value proposition, and
contributes to the research on value co-creation in platform ecosystems.

Keywords: platform ecosystem; emerging field; value co-cre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case study


